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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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作为信息来源、沟通媒介和虚拟的公共空间，互联网为用

户获取政治信息、培育政治观点并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便利。无论是网民线上讨论所产生的网络民意，

还是网民通过线上手段与政府进行的互动，都对政府的公共决策发挥着日趋重要的影响。从代表性的视角

看，网民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大众，将决定这一参与形式对公共决策的价值和意义。研究表明，当前中国

网民无论在人口特征还是在政治态度上均无法较好地代表大众，且在重要政治态度上缺乏一致性。网民的这

一代表性偏差可能削弱当下中国互联网政治参与对公共决策的积极作用。当前政府制定公共决策应从全局出

发，审慎对待互联网政治参与，不可盲从网络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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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政治参与无疑是人们讨论互联网政治影响的重要方面。作为信息来源、沟通媒介和虚拟的公共

空间，互联网为用户获取政治信息、培育政治观点并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极大方便。无论是网民线上讨论

所产生的网络民意，还是网民通过线上手段与政府进行的互动，都对政府的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此前，

在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背景下，互联网舆论的矛头指向了被认为是病毒进入人类社会渠道之一的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一时间谴责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呼吁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的呼声充斥网络空间。2020 年 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

的通过被认为是对相关舆论大势的积极回应。近年来，诸如此类在网络空间被广泛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

经由线上的政治参与进而使政策最终落地的案例屡见不鲜。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这是互联网展现出了

其天然的民主色彩：互联网媒介的去中心化特征赋予了每一个网民平等参与社会公共讨论的机会，也必将

带来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深化。然而，仍有另一种观点对此提出了质疑：网民和非网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决定了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不平衡性；日趋商业化和娱乐化的互联网媒介也不断侵蚀着日常的公共领域。尽

管如此，无论乐观者还是悲观者都一致认为，互联网极大影响了当下的政治参与和公共决策。随着移动互

联网技术进入 5G 时代，其必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对日趋重要的互联网政治参

与进行及时的反思是政治参与研究必要而紧迫的议题。

政治参与的代表性，即参与者及其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全体公民及其观点，是考察某一形式政

治参与的重要向度。就民主理论的价值层面而言，参与的代表性决定了参与的平等程度，而平等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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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核心价值之一。①因此，若互联网政治参与存在较大的代表性偏差，则势必削弱其民主性，不利于

其对公共决策带来积极的影响。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参与者有何特点？他们能否对全体公民及其观点有着较

好的代表性？利用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和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两

项全国范围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考察了网民及其观点的代表性。从代表性的视角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

内在缺陷进行反思，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互联网政治参与，更好地发挥其对公共决策的正面意义。

一、网民与网络民意：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代表性问题

 （一）政治参与的代表性问题
政治学界对于“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一词并未完成统一的概念建构，研究者往往根据特定的

研究语境使用这一概念。一方面，在政治代表理论、政党政治和议会研究中，“代表性”的含义往往是政

治代表与选民的一致性，即党派或议会代表在多大程度上与公民或其选民相似。②在这个意义上，“代表

性”与“描述性”相关联：如果立法机构中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与某个公民群体具有相似特征，那么这个

群体就在立法机构中得到了代表。③另一方面，在政治政策和政府行为的研究中，代表性则表示政府的政

策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契合选民偏好，回应选民诉求。④相比于上一种对代表性的理解，这一语境下的代

表性概念则更接近代表理论中对“实质代表”的定义。与上述两类研究中对代表性的理解不同，政治参与

研究中所涉及的“代表性”概念，是对参与者（公民）而非政府、政党和议会特征的描述，即参与者的特

征在多大程度上与全体公民相符合。⑤此种对代表性的理解则更接近代表性的字面含义，可以将其视为与

 “典型性”同义的概念。尽管对代表性的这种理解同样强调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描述性”，但其描

述者为公民群体的一部分而非政治代表，因而仍然区别于“描述性代表”的概念。

现有研究中对政治参与的代表性存在两种评价路径：一是对参与者代表性的评估，即“谁参与”或

 “谁具有促成参与的特征”；二是对参与者观点代表性的评估，即参与者的观点是否偏离了大众的普遍观

点。⑥对于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参与形式而言，前者往往受参与者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而后者则同时受到

参与者获取信息并进行讨论的网络环境影响。因此，互联网用户的人口特征及其形成政治观点所依赖的信

息和公共空间的性质，将会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代表性产生较大影响。
 （二）技术乐观主义与数字鸿沟：互联网扩大了谁的参与
围绕互联网政治影响的技术乐观主义，自 20 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流行。在当时，互联网已经开始在现

代国家初步普及，并逐渐重塑着其经济、文化和政治。⑦作为一种即时快捷的通信媒介，其多方面促进政

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开始为学术界所重视和研究，涌现出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观点。Carpini 总结了互联网技

术可能为政治参与带来的积极因素。他认为，互联网会使得政治冷漠的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关注政治，并为

政治所关注；而对于既有的参与者而言，互联网能够以其便捷性和低成本来维持、拓展、提高他们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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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另外，互联网还可激发公民兴趣，并使之转化为行动的潜力。①其余诸如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征打

破了原有的信息不平等，进而促进政治参与的观点等不胜枚举。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得到了一系列经验研究

的支持。②近年来，针对新兴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结论，也大都指向了社交媒体使用与政治参

与的积极关系。③

然而，即使是最乐观的学者，也不敢断言互联网对民主政治和公民政治参与毫无消极影响。事实上，

与技术乐观主义相伴随的对互联网消极影响的隐忧一直存在，其中就包含了对互联网技术所隐含的不平等

风险的担忧。即互联网并非扩大了所有人的参与，而是仅仅扩大了部分人的参与。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集

中在了“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一概念上。数字鸿沟一般指有无互联网获取途径的人们之间存在的

差别。个人是否能够接入互联网，决定了其能否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参与进而影响决策。互联网政治参与

越是重要，网民与非网民的参与不平等就越严重。一定程度上，互联网甚至会加剧原本就存在于政治参与

之中的成本、信息和能力的不平等。④Van Dijk 对早期数字鸿沟研究进行总结时提出，数字鸿沟不仅源于

互联网的“物理接入”（physical access）方面的差异，也来自个人互联网使用技能、对网络信息控制力的

差距，而后者可能引发更为深刻的不平等。⑤这意味着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网民与非网民之间，还存在于

网民群体的内部。因此，数字鸿沟不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消失，反而有着进一步加深的风险。Barberá和

Rivero 对美国和西班牙推特用户的政治代表性进行的分析也证实，推特用户在人口特征和政治态度等方面

均不能很好地代表一般民众；在媒体和信息的使用能力上，推特用户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⑥可见，尽管

互联网媒介在今天已经深入普及，数字鸿沟仍然存在，并成为数字民主理想面临的主要困境之一。⑦数字

鸿沟的存在或加深，无疑会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代表性构成较大冲击。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互联网媒介的快速普及。截至 2019 年 8 月，中国网民数量已

突破 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 61.2%。⑧然而，互联网的高普及率是否会弥合数字鸿沟，使得互联

网用户群体成为全体公民的较好描述，仍有待考察。互联网用户与非互联网用户在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上的

结构性差异可能仍然存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 1：互联网用户对全体公民的代表存在结构性偏差。
 （三）互联网的信息与公共领域：网络民意的代表性
有建设性的公民参与需要一定的信息渠道和讨论空间。⑨对互联网政治参与而言，其参与的质量与观

点的代表性，很大程度上是互联网信息和讨论环境的体现。抛开上节所述的数字鸿沟问题，互联网能否使

其用户成为更加知情的公民，提高其参与的质量，是讨论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影响的又一重要问题，也是许

多学者对互联网影响的主要担忧。⑩我们将从信息和公共领域两个角度，分析互联网是否会导致其用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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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态度出现系统性偏差。

从信息角度来看，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使得公民所能够获得的信息量空前膨胀，“大量传播”

 （communicative abundance）已经成为这一时代的特点。①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传播的信息丰度并不

一定带来现代民主政治所需要的知情公民。②大量证据表明，互联网上的信息并非更加准确、客观和平

衡，相反一些已经存在于传统传播媒介的弊病仍然被互联网所继承甚至强化。举例来说，“选择性接触”

 （selective exposure）被认为是媒体层面导致社会和政治极化的原因，而这一效应被互联网所强化了。选择

性接触一般指信息受众偏好与自己原本的观点一致的信息，而相应地排斥与原本观点相冲突的信息，从而

使观点自我强化。③由于互联网赋予了用户选择信息的极大自由，使持特定立场的受众更加方便地寻求与

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这无疑强化了选择性接触所带来的影响。④同时，诸如软新闻、假新闻等因素所带

来的负面影响，也会被快捷的互联网传播方式所加强。随着媒介发展逐步向商业化和娱乐化深入，新闻媒

体的“守门人”角色正在弱化。政治信息正在脱离其原有属性，成为被消费的商品。⑤新闻价值一旦被消

费价值所代替，软新闻、假新闻等耸人听闻的信息无疑会在传播空间大行其道。正如互联网强化选择性接

触的影响一样，日趋商业化和娱乐化互联网环境，使用户更易暴露在低质量信息之下。总之，尽管有偏差

和低质量的信息并非互联网媒体所独有，但互联网以其大量和快速的传播、高商业化和娱乐化程度，成为

滋生这些不利于公民参与信息的温床。互联网的上述特征，可能导致其用户的观点出现系统性偏差。

互联网与政治参与有关的另一个功能，是其作为虚拟公共领域的作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空间对于协

商民主的支持者而言是理想的参与场所，但现实中互联网政治讨论的质量却与协商民主的理想相去甚远。

就我国的互联网公共领域而言，非理性已成为其一大特点，大量情绪化和立场化的话语充斥被期望用于协

商的互联网空间。这一方面与前文所述互联网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相关−我们很难将媒介消费环境下的

线上讨论与网络营销、网民消遣进行区分；另一方面，互联网信息的碎片化程度远高于先前的电视与报

纸，而电视新闻所具有的碎片化特征业已被研究者认为会阻碍受众进行连贯而有逻辑的思考与表达。⑥随

着不超过 140 字的社交媒体内容的风靡，当今的互联网内容已是高度碎片化。这使得网民对复杂政治问题

进行深入了解更加困难，简短明了的内容却更深入人心。线上公共领域的讨论因之而逐渐简单化、立场

化，并进一步发展为情绪化。事实证明，情绪化会阻碍受众进一步进行信息的接触与整合。⑦另外，情绪

化、非理性的观点正如假新闻和软新闻一样，是媒介商业化、娱乐化时代的宠儿，在当下的网络传播中处

于相当有利的地位。也正因如此，尽管互联网扮演了虚拟公共领域的角色，其信息与讨论环境很难使得其

用户进行理性、有建设性的思考与讨论。这对网络民意，无论是就其价值还是其代表性而言，都是极大的打击。

基于上述对互联网信息与公共领域的分析，我们对网络民意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因此，本研究的第

二个假设如下。

假设 2：互联网用户的政治态度对总体态度的代表存在结构性偏差。

二、数据与方法

为了验证上文提出的两个假设，本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别对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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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网民群体的各项人口特征和所持政治态度进行比较，分析网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政治态度是否明显

区别于全体公民、普遍民意。
 （一）数据
考察中国网民以及网络民意对全体公民及普遍民意的代表性，需要抽样方法较为科学的全国大样本调

查数据。因此本研究选取较为近期的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以及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CFPS2018）作为数据来源。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多家高校和科

研院所参与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该调查深入到村、居委会层面，采用基于地图地址的抽样方法，共覆盖

了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8 个社区，完成有效问卷 10968 份（N=10968）。①除了各项本文所需人

口统计学变量外，CGSS2015 中包含近一年的媒体使用习惯的变量，可作为判断受访者是否有互联网获取

途径的依据。此外，由于 CGSS2015 是较为综合的社会调查，其包含了较多关于再分配等政治态度方面的

变量。在进行网民态度与全体公民态度的比较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同样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社会调查项目，其关注点更多聚焦于受

访者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等。CFPS2018 也覆盖了多达 25 个省、市、自

治区，样本容量高达 33326 个（N=33326）。数据库中同样包含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互联网接入变量以及

少量的社会态度变量。②

 （二）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互联网用户的代表性进行考察，即分析互联网用户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政治态度是

否能够较好地代表全体公民（或是否较明显地偏离了全体公民）。因此，我们选择更加直观的数据可视化

分析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数据可视化分析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网民的人口特征和政治态度相对于

全体公民是否存在偏差，以及这些偏差的方向和程度。相比于回归分析等分析方法，数据可视化分析能够

展现变量关系中的更多细节。R 语言有着强大的数据可视化功能，利用这一分析工具，本研究对以下两个

问题进行了数据可视化研究：（1）互联网用户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是否以及如何偏离了全体公民？（2）互

联网用户在多项政治社会态度上是否以及如何偏离了全体公民？

为了更好地为上述两个问题提供经验证据，我们针对两个问题分别重点考察了所选的两个数据集。首

先，考虑到近年互联网媒介发展之势迅猛，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正在以相当惊人的速度普及，这极有可能改

变互联网用户的人口构成。因此，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采取更为近期的 CFPS2018 作为主要研究数据，

并以 CGSS2015 的数据结果作为参考和佐证。CFPS2018 也包含了家庭收入等未包含于 CGSS2015 的重要人

口统计学变量。其次，由于 CFPS2018 中关于政治态度的问题较少，集中在测量受访者关于一系列社会政

治问题严重程度的认知，不足以作为关键政治态度代表性的分析依据，因此在对第二个问题的研究中，我

们以 CGSS2015 中关于社会公平和再分配态度的测量为主要分析依据，以 CFPS2018 的数据结果作为参考

和佐证。

在测量网民和网民态度的代表性时，具体的方法是：以教育程度为例，某教育程度的网民代表度等于

该教育程度网民在全体网民中的占比，减去该教育程度受访者在样本全体中的占比。若结果>0，说明该教

育程度下的网民所占比例大于平均比例，即该教育程度被网民过度代表了；同理，若结果<0，则说明该教

育程度在互联网上代表不足。具体而言，若小学学历的网民占全部网民的 16.29%，而所有小学学历的受访

者占全部受访者的 19.35%，那么小学学历的网民代表度为 16.29%−19.35%=−3.06%，说明小学学历在互联

网上的代表性是不足的。利用这一思路，我们分析了在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城乡五个人口

特征上的网民代表度。在随后的网民态度代表性分析中也采取类似方法，描述出网民态度在不同层面的代

表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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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息来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http://cgss.ruc.edu.cn/.

②信息来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http://www.isss.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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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量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我们从 CFPS2018 中选取的性别、年龄、家庭收入、教育程度、户籍五个变

量，并进行了相应的处理。数据库中的年龄变量为［9~96］的有序变量，因此未作处理。将性别处理为

 ［0=女，1=男］的虚拟变量，同时将户籍处理为［0=农村户口，1=城市户口］的虚拟变量，将教育程度处

理为［0~7］的有序变量。考虑到学生等个人无收入的群体，也可以获得家庭收入的支持以使用互联网，我

们将 CPFS2018 的个人问卷与家庭问卷合并后，选取家庭收入而非个人收入作为测量经济收入的变量。为

了便于可视化分析，我们对家庭收入这一连续变量进行了分组处理，得到了 30 个收入分组并分别编码为

0~29，第 0 组无家庭收入，第 29 组家庭收入最高。

在政治态度变量方面，我们从 CFPS2018 中选用了“您认为以下问题在我国的严重程度如何？”这一

问题下的 8 个变量，用于比较互联网用户与全体受访者在社会政治问题严重性上的态度分布。这 8 个问题

分别是：腐败、社会公平、环境、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和就业，均被处理为［0~10］的有序离散

变量，数值越高表示认为该问题越严重。在 CGSS2015 中，我们选取了社会公平和再分配这两个彼此相关

的变量，其问题分别是：1. 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我们将之处理为 1=完全不公平，5=完全

公平的有序离散变量。2. 您是否同意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同样被我们处理为 1=非

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的有序离散变量。一般而言，在社会公平感与再分配支持度之间存在着显著而稳定

的负相关。以此二者作为网络民意代表性的变量，不仅能够识别互联网用户在两项重要政治问题上的态度

分布特点，同时还可以探究互联网的使用是否会为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关系带来新的变化。

除此之外，在 CGSS2015 中，我们还选取并处理了民族、党派、报纸和电视使用等变量，用以进行回

归分析，作为数据可视化分析的补充证据。

三、研究发现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与数据处理，我们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主体代表性与民意代表性进行了数据可视化分析。
 （一）互联网政治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偏差
基于合并之后的 CFPS2018 数据集，我们首先测量了互联网用户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

庭）收入、城乡］五个人口统计学特征上对全体样本的代表性，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制图方法为：以年

龄为例，某年龄段的网民代表度等于该年龄段网民占全体网民的百分比减去该年龄段的全部样本占总样本

的百分比。收入、教育、性别、城乡变量也做了相同方式的展现。图中位于 x 轴上方的浅色部分，表示该

分组中网民占比较高，说明该分组在互联网上被“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了；而位于 x 轴下方的

深色部分，则表示该分组中网民占比较低，说明该分组在互联网上“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①

同时，由于采用了人口占比的计算方式，条形的长度（即互联网代表度的数值）可以反映该分组过度代表

和代表不足的程度。若某分组在互联网上过度代表的程度较大，则意味着该分组在互联网上可能拥有更大

的话语权。

基于对图 1 的分析不难看出，互联网用户对全体样本的描述性较差。具体而言，青壮年群体、男性、

中高收入者、中高学历者和城市居民，在互联网上被过度代表；相反，儿童和老年群体、女性、低收入

者、低学历和农村居民，在互联网上的代表性不足。对于老年群体的代表性而言，尽管图中条形所显示的

代表不足程度并不高（最高 1.5% 左右），但由于年龄分组更多，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这种代表不足的程

度。因此，老年群体的整体代表不足情况依然十分严重。此外，低收入、未受教育和农村居民在互联网上

的代表性同样严重不足。性别间代表性差异存在，但程度似乎不深。收入与教育达到一定程度后，其对于

网民代表度的影响也随之降低。总体而言，假设 1 得到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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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互联网用户的人口统计学代表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互联网上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多数在政治社会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由于互联网媒介议

程的设置依赖热度与关注度，使得这些群体更难利用互联网进行诉求表达。进一步说，尽管互联网为许多

弱势群体进入公共议程提供了一种途径，但这种代表性上的相对弱势将限制对这一途径的实际价值。即使

农村问题、养老问题、基本生活保障问题等进入互联网议程，形成一定规模的讨论，这种讨论很大程度上

并不能促进这些群体发声，而更像是一种被他者所代言的讨论。举例来说，娱乐和体育明星等社会公众人

物，同样能够声称为诸多弱势群体代言，呼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在这一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中，公

众所认可的也并非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而更多的是他们喜爱的公众人物。同时，此种代表形式也抹

杀了被代表群体需求的多样性，且不利于其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培养。①上述发现证明，即使在互联网

普及率较高的今天，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且有着加重本就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的危险。互联网

政治参与影响公共决策的程度越深，这一不平等就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
 （二）互联网用户的政治态度偏差
利用 CPFS2018 中受访者对不同社会政治问题严重程度认识情况的变量，以及 CGSS2015 中受访者对

社会公平和再分配态度的变量，我们对互联网用户与全体样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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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M. B. Vieira, & D. Runciman, Representation, Polity, 2008, pp. 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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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联网用户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认知的代表性偏差

CFPS2018 中以［0~10］的有序变量表示了受访者对腐败、社会公平、环境、教育、医疗、住房、社

会保障和就业 8 个社会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利用与前文相同的方法，我们对这些问题下互联网用户态度的

代表性进行了可视化呈现，结果如图 2 所示。图中位于 x 轴上方的浅色部分，表示该立场上网民占比较

高；而位于 x 轴下方的深色部分，则表示该立场上网民占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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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互联网用户对社会问题严重程度认知的代表性

基于对图 2 的分析，我们可以较为直观地得出结论：无论对于何种社会问题而言，互联网用户在认为

此问题更加严重的阵营中占比，普遍高于认为该问题不那么严重的阵营。换句话说，对于以上 8 个社会政

治问题，互联网用户往往倾向于认为问题更加严重。这说明互联网用户的态度相比全体公民而言存在一定

的偏差。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互联网更高的信息丰度导致的。互联网用户利用便捷的网络媒介可以随时进行

社会问题资讯的获取，其所获得的信息量普遍多于非互联网用户。媒体信息量的差异很容易造成受众的认

知差异，接触更多关于社会政治问题报道的公民会比接触较少此类报道的公民更倾向于认为问题更加严

重。举例来说，尽管凶杀案是较为罕见的，但其被报道的可能性却极高，这可能使媒体接触较多的个体对

凶杀案风险的评估产生偏差。①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图 2 的 8 个图表中，几乎所有图表的选项“5”都是处于网民代表都严重

不足的状态。这也许说明了网民态度的另一个特点，即相比于普遍的情况而言，网民更少地站在中间立场

上。这也许印证了互联网加剧了政治极化的结论，并与互联网舆论近来呈现出的非理性、立场化、情绪化

特点相吻合。当然，简单的问卷数据不足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围绕这一发现的准确解释，仍然需要基于更

细致问卷数据的深入考察。
2. 互联网用户对社会公平、再分配态度的代表性偏差

尽管从上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互联网用户在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严重程度的认知上存在代表性偏差。

但这并不足以成为互联网政治参与的解构性因素。因为对社会政治问题更加严重的认知，或许会激起网民

更大的参与动力。因此，我们又对两个较为重要且彼此相关的政治态度−社会公平与再分配−进行了

考察，进一步分析互联网用户政治态度的分布是否存在结构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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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H. M. Kepplinger, Effects of the news media on public opinion, The SAGE handbook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08, pp. 19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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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平与再分配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广泛关注的问题。就个人层面的社会偏好而言，对社会

不公平的认知，是除个人利益动机、社会保障动机之外，另一促使支持更高税率的再分配政策的动力。①

进一步讲，个人对社会不公平的认知会促使其支持更高税率的再分配政策。相反，对社会公平程度的认知

与对更大力度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之间应有负相关关系。在比较互联网用户与全体样本在这两种态度上分布

差异之前，我们首先通过有序逻辑回归，确认了在全体样本和网民子样本中，此二者的统计关系，回归结

果如表 1 所示。可见，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收入等变量后，社会公平感与再分配支持度在两个样本中均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在总体上并未改变社会公平感与再分配态度之间的关系。

这一结果将为随后进行的态度分布的代表性分析提供参考。
 
 

表 1    总样本、网民子样本中社会公平与再分配态度的关系

变量 总样本再分配支持度 网民子样本再分配支持度

社会公平感 −0.156*** −0.170***
 （0.0203）  （0.0298）

性别 −0.0131 0.0374
 （0.0383）  （0.0547）

年龄 0.00961*** 0.0104***
 （0.00138）  （0.00226）

民族 −0.208*** −0.129
 （0.0703）  （0.115）

教育程度 −0.0279*** −0.0161
 （0.00853）  （0.0106）

家庭收入 −0.00751** −0.00852**
 （0.00296）  （0.00398）

党员 −0.00466 −0.0408
 （0.0660）  （0.0851）

户籍 −0.0520 0.0840
 （0.0456）  （0.0614）

报纸 −0.0258 −0.0167
 （0.0202）  （0.0291）

电视 0.0956*** 0.154***
 （0.0190）  （0.0290）

样本容量 10649 5011
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 p<0.01, ** p<0.05, * p<0.1。

 
 

随后，我们使用与上文同样的方法，得到了互联网用户在社会公平与再分配这两种态度上的代表性分

布的图表，结果如图 3 所示。在左图中，x 轴代表了受访者对“您认为当今社会公不公平？”的回答，

0 为“非常不公平”，5 为“非常公平”；在右图中，x 轴则代表了受访者对“您是否同意应该从有钱人那

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的回答，0 为“非常不同意”，5 为“非常同意”。两图中 y 轴均表示在

这一态度上的网民代表度，y>0 表示在这一态度上网民比例高于总受访者的平均比例，反之亦然。

通过对图 3 的分析看出，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反对再分配的受访者在互联网上被过度代表；反

之，倾向于认为社会公平、支持再分配的受访者在互联网上代表不足。结合网民对社会政治问题严重程度

认知的分布，可以认为互联网用户在政治态度上的代表性存在结构性偏差，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①R. Durante, L. Putterman, & J. Van der Weele,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and perception of fairness: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12(4), 2014, pp. 1059-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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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互联网用户对社会公平、再分配态度的代表性
 

尽管上述推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网民的态度与全体公民间存在偏差，我们对于这一研究结果的细

节仍有很大兴趣。这是因为图 3 显示了令人意外的结果：尽管在网民样本中，社会公平感与再分配支持度

呈现出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态度分布代表性的分析却显示，网民既倾向于认为社会不公平，也倾向

于不支持更高税率的再分配政策。换句话说，网民对社会更加不公平的总体认知倾向，并未带来其对再分

配政策更加支持的总体倾向：网民在此两种态度上的立场分别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既然网民子样本中

两种态度的关系并未发生方向性变化，那么更有可能的解释是，相比于全体公民而言，网民群体在对社会

公平和再分配的态度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割裂。抑或说，相比于全体受访者而言，网民群体更加孤立地看

待社会公平和再分配问题，而非基于一致的立场对此二者做出判断。

互联网信息和讨论环境的特征也许能为此现象提供一种解释。早在电视时代，尼尔·波兹曼就针对提

供政治信息的电视新闻所提供政治信息的断裂性提出批判。波兹曼认为，一档电视新闻节目虽然能够在短

时间内为观众提供大量政治信息，但却对信息进行了分割化的处理，后一则新闻并不与前一则新闻相关。

这致使观众无法针对一个问题进行长期学习与思考。①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信息进

一步碎片化，其与娱乐内容的界限也更加模糊。这极其不利于网民对政治问题进行深入、连续的思考，并

形成稳定、一致的政治态度。

为了证明这一解释，我们对比研究了报纸读者与非报纸读者之间，在同样两种态度上的代表性分布。

这一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比较互联网与传统媒体在塑造受众态度上存在的异同。可视化分析结果如图 4 所

示。可以看出，报纸读者态度的代表性分布显著区别于互联网用户。这一区别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

先，报纸读者的态度对全体样本的偏离程度总体低于互联网用户的偏离程度；其次，报纸读者既并未明显

倾向于社会不公平，也未明显倾向于反对再分配，因而也并没有如互联网用户一般在两种态度的总体倾向

性上呈现出分裂的结果。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互联网对其用户的态度产生了更大影响，使其更加偏离一

般大众的态度。

综上所述，互联网用户的政治态度同样没有较好地代表全体公民：网民不仅在对社会政治问题严重程

度的认识上高于普遍民意，更是在关键的政治态度之间出现了些许割裂。尽管网民群体在社会公平与再分

配态度上的分裂倾向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明，本研究的上述结果仍然表明，网民和网络民意的代表性都存

在明显的结构性偏差，而这种偏差很可能对互联网政治参与的代表性造成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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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 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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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读者户对社会公平、再分配态度的代表性
 

四、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自其发展之初就被认为与民主息息相连，早期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将电子民主甚至基于互联网的

直接民主视为民主政治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方向。基于互联网的政治参与可以说是实现电子民主的第一

步，也是借助互联网实现民主政治发展、培育开放社会的必经之路。这一方面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利契机，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风险和问题，这其中就包括关乎互联网政治参与价值的代

表性问题。本研究发现，我国互联网用户在诸多重要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多方面的政治态度上，都无法

较好地代表全体公民、且存在系统性偏差。有代表性偏差的网络民意和互联网参与所促成的公共决策，却

会无差别地影响到非网民群体，这可以看作是数字鸿沟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参与领域的体现。相比于参与

质量、参与秩序等问题，不同群体在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差异上的话语权不平等，也许才是互联网政治

参与所面临的更为根本的困境。

本文关于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问题的发现，可为围绕互联网政治参与和网络民意的公共决策及学术

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应在决策过程中的容纳网络公共意

见时持更加审慎的态度。在充分吸收和汲取互联网政治参与所提供的有价值要素的同时，立足于公共利益

进行决策，而不能将决策视为对强大网络舆情的简单回应。其次，互联网政治参与的内在缺陷提醒我们，

传统的线下政治参与应持续受到重视。应为线下政治参与，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表达提供更加便捷的渠

道。同时，应重视自上而下的民意收集机制的建设，以更加广泛的民意征集体系来降低网络政治参与因代

表性不足而产生的消极影响，从根本上增强决策的公共性与民主性。另外，如何实现线上线下相互联动、

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是互联网时代所需要的制度创新，也是未来政治参与值得期待的新模式。最后，本

文的研究结果也提醒民意和政治参与研究者，在挖掘互联网研究价值的同时应意识到互联网研究的局限

性，并尽可能在方法和结论上克服网民代表性偏差所带来的偏误。

由于本文旨在研究互联网用户群体及其态度是否能够代表全体公民，因而仅将网民与全体公民的人口

特征与态度分布进行了对比。然而，即使在互联网用户群体之中，同样存在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的差别。

如果说互联网用户无法代表全体公民，那么活跃的网络用户群以及网络意见领袖是否能够代表全体网民，

同样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①数字鸿沟并不仅仅存在于有无互联网获取条件的群体之间，在接

入互联网的个体和群体之间，信息和话语的不平等也同样存在②，这种不平等甚至可能超过网民和非网民

反思互联网政治参与：代表性的视角

 

①郑雯、桂勇：《网络舆情不等于网络民意−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2014）”的思考》，《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2 期。

②J. A.Van Dijk,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Poetics, Vol. 34(4-5), 2006, pp. 22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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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间的不平等。多元化主体、差异化目的的互联网政治参与正向深化而复杂的向度发展。①随着互联网

在未来的进一步普及，物理接入互联网的用户逐渐饱和，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当互联网越来越作为

政治科学研究中的“背景”，而非作为自变量或因变量而存在时，我们分解化地理解互联网就成为了必

要。②诚然，限于数据支持和篇幅，本研究未对互联网内部的代表性问题进行探讨，这是本文研究主要的

遗憾和不足。今后的研究或可聚焦于此，以期对互联网政治参与进行更清晰和全面的刻画。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民主代表理论研究”（17BZZ08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Reconsidering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Perspective of Representativeness

LIN Qifu,  YIN Hao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makes it extremely

convenient  for  it’ s  users  to  learn  political  information,  cultivate  political  views  and  proces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line.  Online  public  opinion  fostered  by  netizens’  discussion,  together  with  online  netizen-

government  interaction,  is  playing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olicy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resentativeness,  how  positive  this  role  is  played  depends  a  lot  on  the  extent  of  which  netizens  can

represent  the  public.  With  data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n  two  nation-wide  survey,  namely  CGSS2015  and

CFPS2018,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  two

dimension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attitud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t present, internet

users  can’ t  represent  the  public  well  in  China.  Further,  they  show  less  consistency  on  crucial  attitudes  as

well.  The biased representativeness of netizens could possibly diminish the bright side of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policy  making.  Based  on  empirical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we  argue  that

government  should  make  policy  concerning  the  whole  situation,  treat  online  opinion  prudently  instead  of

following it blindly.

Key words:  interne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presentativeness,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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